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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來，香港跟其他國家一樣，因着不同社經、政治、及文教原因而進行課

程改革，冀望能開拓新天地。香港教育界人仕剛剛在目標為本課程無聲落幕後，

現在又要面對「學會學習」新課程之磨練及洗禮。課程學者之論述及教育界人仕

之經驗告訴我們，新的課程往往意味著老師及學生的教與學信念及行為之改變，

而這些改變往往帶來理念上之困惑、痛苦的試誤過程、漫長的堅持及檢視、甚至

有時需像摸着石頭過河般瞎闖。課程的發展深受哲學思潮與社會脈動的影響。綜

觀現代的課程論述，隨著人文社會科學之「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 風潮，課

程的定義己由初期狹隘的「傳遞立場」 (transmission position)，逐漸變化為中期

之「互動立場」 (transaction position)，及至現今之「轉化立場」 (transformation 

position) (Miller, 1987)。所謂傳遞立場乃指透過傳統的技術導向形式，由老師方面

單向地傳授知識、技能和態度。互動立場則較强調學生之學習主體性及建構性。

至於轉化立場，是著重個人和社會的超越現今自我之轉變；學生被視為完整、有

發展潛能的獨特個體，能懂得與老師及課程文本作互動，並能產生全面的、有意

識及意志的學習。從另一相似的課程理論立場來看，所謂「範式轉移」也是指由

「技術取向」到「實用取向」，然後再到「批判解放取向」 (甄曉蘭，1999)。 

 

課程發展的新趨勢 

香港老師現在所面對的新課程—「學會學習」課程理念及架構都有着「範式

轉移」的味道。其所鼓吹的新課程是「轉化的」、以「人為本的」、注重學習之「質」

而非學習之「量」、强調學生學習的「主體」意識，一改以往的「學術理性」(academic 

rationalism)，較多關注「個人關聯」 (personal relevance)和「社會關聯」 (social 

relevance)之教育取向。同時也讓學生的學習經驗變化得更開放、更多元化、更自

主。這些精神及特色都跟台灣的九年一貫課改精神神似 (甄曉蘭，2000)，同時也

都是符合現代課程學思潮中之「批判導向」(critical oriented)及「建構導向 」

(constructivist-oriented)景觀。 

 

從「解放教育」的觀點來看，課程最理想之境界為促進個人的、社會的及超

越個人的「主體」意識之解放(Freire, 1973)。在教師方面，這是意味著當老師「覺

知」 (conscious) 到自己身為教學實踐主體，必能更主動探討課程以內及表象的

深層教育意義，而願意以行動來改變現狀，成為「轉化型知識份子」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Giroux, 1988)。他們面對其學生時，當然不會是技術導向式灌輸硬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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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沒有個人及社會關聯的知識，而是著重能否啓廸學生學習、引導學生從建構

式學習中「覺知」其個人身份、生存意義、及建立社會關聯，又或開發其潛能，

使之能達到自我實現境界。這種老師對課程真正意義及理想之「意識覺醒」 

(consciousness awakening)，正是其能將來做到課程批判的第一步，也是其能在教

學實踐上尋求更新及突破的第一步，更是成就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重要修養。 

 

不少學者指出，若要課改成功，老師對課堂內外之課程文本之詮釋、分析、

批判及至改善，是不可或缺的成功楔機，並視之為當今課程研究、課程改革，以

至師資教育及老師專業發展之重要議題之一。其中英國著名課程學者史敦豪斯 

(Lawrence Stenhouse)早在六十年代便鼓吹老師要從課程發展方面取回其專業地

位，並強調老師的專業發展是與課程發展有不可分割關係 (Stenhouse, 

1975,1980)。其弟子約翰.埃畧特(John Elliott) 更主張老師自行做課程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從以找出真正適合老師教學環境脈絡的一套課程/教學理論及方

法來 (Elliott, 1991)。Connelly & Clandinin 二人則多從老師敘說(narratives)研究中，

透過解放及賦權老師，令老師意識其「課程研發潛力的主導者角色」 (teacher as 

curriculum potential) (Clandinin & Connelly, 1992;Connelly & Ben-Peretz, 1997)。Greene 

(1973)亦提出老師要多作個人哲學省思 (doing philosophy)，令老師能意識其[習而

不察] 的個人教學隱含理念 (tacit theories) 如何延續社會中一些不合理、不公義

地方；及思考如何令其教學不再封閉學生的學習主體性。洛仕 Ross 等人亦強調

老師多觀照其個人特質、信念、態度和價值觀是可影響其教學實務的，故此建議

老師作認真個人教學信念之「立論思考」 (personal theorizing) (Ross, Cornett & 

McCutcheon, 1992)。甄曉蘭(2000)也指出提昇老師之課程覺醒，俾能反思課程與實

務，建立嶄新課程實踐理論，乃落實課程改革理想之當務之急。她同時也指出教

師課程意識與其教學實踐有互惠之關係 (甄曉蘭，2003)。 

 

老師個人信念及課程意識 

教師的信念是其教學行為的意向，牽涉到思維判斷及情意、價值觀之取捨，

亦與教師的課程意識有交互影響作用。故此，持有不同教學信念、不同課程意識

的老師，所呈現出來的課程面向及教學實踐均會有所不同。甄曉蘭(2001)對課程

意識有以下之界說： 

 

所謂教師的課程意識，包括教師對課程本質的認識、學科內容知識的掌握，

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學、學生應如何學習等方面的信念，其間涵蓋了教師對

種種課程與教學實務的想法，包括：課程目標的訂定、課程內容的選擇、課

程組織的形式、教師與學生的角色、教學的活動流程及方法、學生的學習行

為，以及教學成效的評估等層面(頁 129)。 

 

由此看來，老師建構自已一套課程觀是對老師自已、學生、學校，甚至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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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教育持分者(stake-holder)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故此有論者指出老師的課程

觀及教學信念有必要加以提昇其敏銳度、詮釋度，及洞見度。祇有這樣，課程改

革才能因老師對課程之認知度增強，和對課程產生之自主性及「擁有感」 

(ownership)而得以順利開展。至於如何提昇老師這種課程自主意識、課程省思及

詮釋能力、課程批判及改善能力等，課程學者有多種見解及建議。總括來說，有

從老師「主體」覺知入手，亦有從客觀角度審視老師所應具備的「能力」

(competencies)入手。本文作者傾向由老師「主體」覺知及內省入手，而反對像專

家灌輸式單向地傳授一些所謂課程技能及知識予老師。經驗告訴我們，單憑三數

次有關課程發展的研討會、專家講授，及老師專業培訓工作坊，而沒有較長期之

跟進及課程論述及對話，是不容易改變老師的個人信念及行為。畢竟，教師是具

有反省能力、自我完善能力的自主個體(autonomous agent)，現在其「地位」(place)

與「專業空間」(space) 不應像以前一樣被技術取向和工具理性欺壓成為一「教

學工匠」(technician)。 

 

一般課程研究文獻均指出提昇老師的個人課程信念及課程自主意識，主要有以下

渠道： 

 

「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再藉分享教學實務經驗而提煉出智慧。很

多學者鼓勵從事學校課程改革之老師自行嘗試或與學者合作，進行個案研究、敘

說研究、傳記研究、和行動研究 (Clandinin & Connelly, 1986; Connelly & Clandinin, 

1988; Elbaz, 1981; McCutcheon, 1997; Ross et al. ,1992; Elliott, 1998)，希望藉着有系統

的省思及研究，能好好的檢視自已的教學實踐及深藏信念，並將所得經驗及智慧

與他人分享。在分享過程中，老師們的反省層面會因與其他同工或學者之溝通對

話而延展至更寬廣視野，接納更多由他人對自已及所懷抱的實踐方式作出的批

判，令老師能建立較完善的意義架構(meaning structure)。故此，與他人分享個人

教學實務經驗，除了引起別人共嗚外，亦提昇老師本身的課程哲學思維

(Greene,1974)。 

 

(一) 從對話中提高老師的課程觀質素 

 

有學者鼓勵老師們透過「同儕對話」(peer discourse)來互相作激盪與辯證

(Manoucherhi,2002)。亦有建議老師找人作為一「對話智者」 (knowledgeable 

other)(Fenstermacher & Richardson, 1993)，他可以是一位對課程知識較有心得

的同工或學者，然後互相跟對方的課程看法作一深入交流及探討，藉以增加

教師對自我教學實踐的覺知，激發更多不同觀點和思維，亦因此同時可以獲

得他人的支持及意見，令更多老師的信念及文化因交流，而朝着適當方向成

功及持續地變化。 

 

 3



(二) 協作式課程行動研究中構建個人課程觀 

 

協作式行動研究是指老師與同儕或與學者共同探究一教學現象或問

題，過程中各人皆會對自己的信念及作法作分析及反思，繼而與他人交流分

享，結果是各人信念及教學智慧得到提昇，可以比擬為詮釋學中的「視界交

融」 (fusions of horizons)。例如學者 Cornett (1990)曾利用行動研究過程帮助

老師發掘深藏的個人教學信念及「習而不察」的實踐作法。作者欲指出若要

協作式課程行動研究真正幫助老師檢視並構建個人課程觀，過程中學者或老

師同儕必須給予充份機會及空間讓老師真正有時間作省思及「立論」 

(theorizing)，切忌衹顧完成課程研究計劃，而不顧老師的個人觀之揣摩成長

(Lam, 2003)。 

 

(三) 老師們之「學習社群」能令課程觀得到孕育及砥礪 

 

由不同學校的老師所組成的「學習社群」往往能令社員之間多作平等開

誠之交流、分享、砥礪，對老師專業發展及老師思考方面，作用很大(Huberman 

& Miles)。有學者如 Carson (1990)成立一有關和平教育之「學習社群」，結合

老師們相關的行動研究結果之智慧，為老師們創做出一個有良佳支援及批判

性之氛圍，令老師對自己及和平教育相關的信念及實踐之認識得到大大的裨

益。 

 

校本課程發展 

 

推動校本課程發展的策略有不少，甄曉蘭(2001)作了一個闡析，現臚列如下： 

 

y 了解教師文化、鼓勵教師專業成長， 

y 改變學校文化，迎接課程與教學革新， 

y 調整課程發展流程，確立課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y 檢核課程方案內容，加強學校課程結構與學習意義， 

y 建立課程評鑑機制，確保學生學習經驗與學習機會(頁 61-66)。 

 

任何機構若進行改革，必需對機構及機構內各人的文化、信念先來一個釐清省

思，然後全機構上下再尋求達成目標、方法之共識。推行改革一段日子後，便來

評鑑改革成效。這種 [信念釐清Æ尋求共識Æ推行Æ評鑑] 模式，也是與甄曉蘭

上文所倡議的吻合。 

 

現在學校多講求「願景」(visions)，作為學校未來前進的方向。蔡清田(2002)

指出，為了塑造學校的共同願景，必須先鼓勵個人建立願景，經由溝通，共同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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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學校的共同願景，凝聚一體的感受。本文作者認為個人教育或課程之願景，就

是個人反思其教育信念、個人哲學、及個人教學之經驗智慧；經過理念與實踐間

辯證，發展構建出理想景象或願望。由此可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如何重視學

校內各人(包括校長、教師、行政人員，及家長)的信念之探索、溝通及共識。蔡

清田也指出共同願景的實行步驟與策略，應注重發掘與分享，同時要助長真正的

承諾與投入，而非要求順從。 

 

有見及此，甄曉蘭 (2003) 建議若要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理念與作法，

學校課程領導方面，宜重整學校組織的互動關係，提供進修或專業成長的機會及

空間，促成學習型組織的形成。一方面可營造上下交融的對話辯證機會，擴濶老

師視界、培養共識、合作磋商課程發展路向，另一方面藉由鼓勵批判反省的課程

行動研究，來進行教學實務的探討與評估，共擬課程與教學的改進方案(頁 63)。 

 

天循小學的經驗分享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開辦迄今已有五個年頭，其間該校課程及教學新猷紛

陳，例如；課程統整、多元感官課程，及「聲情教學」等等，意念與實踐俱見深

知灼見，教與學的成績有目共睹。在研究過程中，筆者觀察該校四位老師，探討

其課程觀及課程觀形塑過程，亦透過訪問，取得該校校本課程發展中有關其課程

領導成功之因素。現綜合個案研究所得及學校領導人之個人寶貴實際經驗及洞

見，闡析老師課程信念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成效之重要相關因由，並與上述研究

文獻作一對照。 

 

個人信念之發掘及分享 

學校開校初期，學校領導層便深深意識到課程信念之構建是個人的，而非集

體的；是自主的，而非由上而下的；是個人慎思之結果，而非專家經驗之移植；

是理論與行動辯證結果，而非理論之套用。故此，該校之學校願景，及所衍生之

課程願景是開校的一班老師在一個營火集思會晚上集體構思出來。而校長也給予

該些老師不少行政上的配套支持，這些行政方針亦因應每年不同的課程方向而轉

變，為教師們創造了不少空間，例如；每天早上的集體備課、同儕間的協作課、

每星期的級會議，……使他們有不少機會在上課的日子中多番分享討論、溝通對

話。校長也成功營造一種氛圍，使那批老師具有大胆嘗試新猷之器量，(『衹要

對學生學習是有益的便是好』)使老師產生對其所試驗之新課程有強烈的「擁有

感」 (ownership)，校長相信老師由「擁有感」而產生的共力是最強的。 

 

課程觀之解構及再建構 

 學校讓該批老師經歷一整年的沉浸於課程專業對話中、慢慢形塑個人及至後

來小組共識的統整課程觀念，而這種信念的磨合是非常重要，由於老師乃來自不

同的學校，有著不同的經驗，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苦澀的，所以先要讓教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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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自己的體驗，並且作不同形式的實踐嘗試，看看哪形式較適合，這亦是建立

教師安全感和「擁有感」的重要時期。隨着那一年，該批老師便負上“傳道”的

任務。起初他們討論如何推行課程統整？是在同一級進行？部份年級進行？還是

全校進行？最後他們決定全校推行，這個決定過程是極之珍貴，因這正是團隊的

建立與課程人才培訓的起點。老師把他們的理念、心得介紹予其他老師。他們採

用的手法也是民主式的、個人建構的；例如；在「老師發展日」，鼓勵同工們用

玩具積木砌建自己心目中的橋來代表課程，跟着叫他們取去紅色或甚麽黃色的積

木，請他們細心觀察並說出對橋的形狀改變有何感覺？是否不成樣子？是否另有

一番景象？是否也不錯？等等，藉此幫助老師對固有學科為本之課程觀作一解

構，然後再建構課程統整之雛形。老師們亦有在每週一次刻意安排的課程會議

中，各老師輪流向其他同工分享所選擇的一篇課程文章之個人見解，並與與會老

師交流　同的看法，就是透過這種協作式探討及團隊學習精神，老師們都能慢慢

形塑自己對課程之看法。 

 

不單「擁有」，而且樂於與人分享 

學校上下對老師開發課程新猷的能力培養方法皆有共識，就是透過「做中

學」，從實踐經驗中學習，加上學校領導層之悉心支持及賦予時間空間 (校長曾

說『若老師有心去做，任何東西也是好』)，老師們對自己的課程觀之清晰度、

課程新猷之效度及創意，皆抱有自信及「擁有感」。個人對事物之信心及熟悉度

是可以培養的，只要給予他/她機會與他人分享看法，使他/她能接觸別人見解及

作法，對自己之優劣處加以鞏固持續，或修訂改善。該校之領導層便是在這大前

題下，鼓勵並給予機會任何一位新舊從事校內課程改革的老師，到別校或大專教

育學院跟小學同工或未來老師分享他們的心得，從以令該批老師的課程觀愈作解

說，愈趨明晰，同時也加强他們持續課改之信心。隨著不同的邀請，校方刻意安

排不同的同事加入分享行列，每次由課程組組長帶領不同的同事，令全校同事都

有機會參與，過程中令各同工更深入了解本校課程的發展、信念及實行情况，這

種刻意安排不單令教師建立信念，同時加強了他們的自信心，亦令其信念更加牢

固。這跟一些學者如(McCutcheon, 1992)所說相同，就是多令老師與別人溝通其課

程信念是能培養老師對課程觀念之「闡述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這

種能力能使老師更清晰地、更有信心地，及更有理念地向學生、家長、社會人仕

解說其課程新猷之底蘊。實乃老師專業發展能力重要的一環。 

 

[自由] 與 [規管] 

 若從老師課程信念及課程自主角度來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固然給予老師

「解放」、「賦權」、及「啓蒙」；亦有人關注老師課程創新方面會否偏離學校原先

擬訂的課程目標。這個問題牽涉老師個人與學校領導人員在課程開發問題上之自

由與規管，及關乎校本課程成敗的關鍵。根據作者的看法，處理這問題是一門藝

術，而非任何硬崩崩的技術模式或理論可解决。甚麽時候需給予老師自由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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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去創造適合其學生及教學環境的課程？甚麼時候作出規管？是永遠一門衹能

從行動跟理論辯證一番而得出的實踐智慧(praxis)。就是說，在課改初期，自由度、

空間、信心三者無論如何都是要豁出去的。自由度是指學校對教師之限制，學校

領導層是否有足夠的容忍度，讓教師們從錯中學習 (事實學生也應是這樣)；空

間不單單是增加某某的空堂，而是指時間劃分與管理，如讓教師們有共同備課的

時間，共同會議的時間…信心是指教師對專業態度的肯定，確信教師是擁有專業

知識的，能實施合適的課程。作者深信如果領導層缺乏了以上任何一者，老師將

連第一步也　敢踏出，遑論如何從行差踏錯中汲取經驗。同時，最重要是養成一

種長期上下交融的辯證對話機制，俾能對建構中新課程的教育意義、可行性及對

學生之適切性作持久的個人及集體慎思(deliberation)，以減少教育失誤。 

 

 

結論 

 近年講求課程改革及教育問責之熱潮，每間學校的領導層與老師們都忙於找

尋一屬於自己、其學生及社區特色的校本課程本子，以迴應社會大眾、家長、學

生及教育觀點等之所求。在此環境脈絡下，教育工作者知道除了為着校本課程順

利研發，同時也為着老師的專業發展，他們應有熱忱及反思智慧去檢視、慎思及

建構其課程信念；覺知其「轉化形智識份子」應有之批判性思維及視界。面對社

會大眾、教育當局、家長、政治經濟壓力團體及其他「持分者」的種種對學校課

程之合理或不合理的期盼、要求、和壓力，老師要能適切地接納或予以拒絕，以

體現教師的專業地位及社會功能角色，並秉持老師對教與學過程中常常反思的各

種教育信念。要做到以上地步，歸根究底也是要從老師覺知並省思其課程信念起

始，這就是本文最重大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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